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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北京市居民通勤距离影响因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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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基于北京市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万条手机移动用户数据，选取 １０ 个代理变量，借助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，在不同区域尺

度下研究北京市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。结果发现：居住地、就业地、收入状况、职业等影响因素对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显

著。就单一要素影响而言，在北京市全市尺度上，居住地是影响居民通勤距离最主要的因素，在北京市局域研究中，就业地是

影响居民通勤距离最主要的因素；就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言，不论是北京全市还是局域，居住地和就业地交互作用后的解释

力最高，且高于任何一个单要素的因子解释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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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城市化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，居住

地和就业地分离现象越来越显著，“职住分离”现象

意味着居民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增长。以北京为

代表的我国特大城市居民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显著

延长，城市早晚高峰使上班族候车等待时间增加，同

时面临乘车拥挤和交通潮汐式拥堵等问题。通勤问

题不但挤占了人们生活工作的时间，增加了经济成

本，而且影响心情，降低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。

城市交通和城市过度扩张等问题所引发的城市

空间重构，引起了地理学者和规划师对这一命题的

关注。居住和就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两个重要组成

要素，如何合理地安排居住和就业用地是城市规划

的一个核心问题［１］。职住分离是居住和就业空间关

系的一种理想模式，是西方规划师在与“城市病”斗

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规划模式。职住平衡的规划理

念最早启蒙于英国城市规划师 Ｈｏｗａｒｄ 提出的“田园
城市”理论，主要是针对英国大城市出现的交通拥

堵、环境恶化、农民大量涌入大城市等问题提出的一

种“人们的就业地点应位于住宅的步行距离范围之

内”的规划思想［２］。

在西方其他国家建设新城的同时，美国则掀起

了郊区化热潮。哈佛大学学者 Ｋａｉｎ Ｊ Ｆ 发表了著名
的关于就业与居住的“空间不匹配”论文，提出了“空

间错位”假说，引起了地理学者对世界各大城市的城

市空间结构与职住关系的关注，并进行了大量的理

论和实证研究［３］。通勤距离、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

作为衡量职住分离程度常用的指标，国外学者从宏

观角度进行了分析，认为建成环境［４ － ８］、城市形

态［４，９］等因素影响居民的通勤特征，有学者则从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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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［１０，１１］、邻里特征［８，１２］、个体社会经济属性［１３，１４］、轨

道交通［１５，１６］、政策性因素［１７］等微观角度对通勤时

间、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。

自周江评将西方职住关系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

内以来，其重要性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［１８］，国内

有关居民职住分离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增多。与国

外类似，国内也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进行

研究。有的学者试图从城市空间性结构［１９ － ２３］、政策

性制度［２４ － ２７］等不同的角度解释对职住分离的影响，

比如众多学者验证了个人属性［２８ － ３２］或 社会属

性［３３，３４］对职住分离的影响。还有学者从多角度对职

住分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。如孟斌对北京的案

例研究，发现居民通勤时间的变化主要受社会经济

属性、交通发展因素、区域功能定位等多种因素的影

响［３２］；赵西君通过对北京市空间错位形成机制研

究，发现经济驱动力、基础设施改善、对生活质量追

求和过快的城市化速度是导致空间错位最根本的原

因［３５］。此外，有学者从新的视角对通勤的影响因素

进行了分析。如杨顺成研究发现宁波市公众对雾霾

的认知会增加公众的通勤时间［３６］。已有研究虽然

居民通勤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，但主要是运

用描述统计、方差分析、多元回归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等传
统方法围绕一个或少数几个影响因素进行探讨，缺

乏对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，更缺乏各因素之间的重

要程度和交互作用的研究。

鉴于以前的研究数据大多是传统的人口普查和

经济普查数据，只能在空间上分析人口和就业岗位

的数量，难以反映不同居民通勤影响因素和实际需

求的差异，而利用手机用户数据分析居住地与就业

地之间的联系以获得个体的职住空间关系具有重要

分析价值。本文基于中国移动公司北京市 ２０１５ 年
１２ 月 １０ 万条手机移动用户数据，运用地理探测器
方法对北京市居民通勤距离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

析研究。

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

１ ．１ 数据来源

本文使用中国移动公司北京市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
万条手机移动用户数据，与其他数据相比，具有样本

量大、时空信息准确的优势。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将

手机信令定位，数据映射至研究区域，根据手机用户

定位数据和区域空间的关系确定每个数据点在区域

中的具体位置，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就业地。经过

数据整理，剔除通勤距离小于 ５００ｍ 和居住地或就

业地不在研究范围的数据，得到 ４５，０１３ 条有效数据
样本。由于地理探测器储存数据的有限性，本文抽

取筛选后的 ５０％样本进行研究。数据采集覆盖区
域涉及北京市 １６ 个区，各区的用户数据分布情况见
图 １。

图 １ 北京市居民居住地和就业地分布情况

数据样本涉及用户个体的社会经济和空间属

性，指标包含性别、年龄、近三月平均 ＡＲＰＵ、上月主
叫次数、上月被叫次数、月均国内漫游天数、近三月

平均流量、当前终端品牌类别、居住地、就业地等。

根据其属性划分为性别、年龄、收入状况（近三月平

均流量、当前终端品牌类别）、消费水平（近三月平均

ＡＲＰＵ）、职业（上月主叫次数、上月被叫次数、月均国
内漫游天数）、居住地和就业地等 ７ 种类型的社会经
济因素。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２０１６—２０３０ 年）》将北
京市划分为四大功能区：首都功能核心区、城市功能

拓展区、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。根据《总

体规划》的划分，将位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的居民地

划分为核心区，位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内的居住地划

分为拓展区，位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

两大区域内的居住地划分为周边区域（图 ２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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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２ 北京市城市功能三大区域分布

１ ．２ 变量描述统计

根据获取的手机用户数据，采用 １０ 个代理变量
反映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，见表 １。通勤距离是反
映职住分离的重要指标，本文取其为因变量，统计分

析发现，居民通勤距离范围为 ５００ ．８９—１０９，１９４ ． ９ｍ，
平均通勤距离为 ８４９７ ． ９９ｍ。从用户数据统计来看，
男性和女性用户数量略有差距，男性所占比例较高，

年龄主要以 ２６—３５ 岁青年和 ３６—４５ 岁中青年为
主。用户近三个月平均 ＡＲＰＵ 主要集中在 ６０—１３０
元?月，属于中国移动用户的二星级别，说明用户的
水平处于适中值。从上月主叫次数和被叫次数来

看，呼叫次数主要集中在 ０—９０ 次，用户的月均国内
漫游天数为 ０—３ 天群体数量最多，说明用户的职业
为普通的类型偏多，用户近三个月平均流量 ０—

３００Ｍ 的群体数量最多。就当前终端品牌类别而言，
使用一线品牌手机的用户最多，说明用户的收入状

况较好。从居住地来看，用户居住在朝阳区和拓展

区的最多；从就业地来看，用户工作在朝阳区和拓展

区就业的用户最多，与现实情况较接近。

１ ．３ 研究方法

地理探测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

究所王劲峰研究团队开发的，用以地理空间分区因

素对疾病风险影响机理的一种方法［３７］主要是由风

险探测、因子探测、生态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 ４ 个部
分构成。其中，风险探测主要用于搜寻影响通勤距

离的风险区域，本质上类似于方差分析；因子探测主

要用于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异的解释程度；生态

探测主要用来解释不同因素在影响通勤距离方面的

作用是否有显著差异；交互作用探测主要用来识别

两个自变量组合之后的综合作用，即解释影响因素

是具有交互作用还是相互独立。该方法具有两大优

势：一是既可探测数值型数据，也可探测定性数据；二

是可探测两个影响因子交互组用于因变量。性别、年

龄、居住地和就业地等属于典型的类别变量，并对居

民通勤距离产生重要影响［３８］，因此适合采用地理探

测器方法来更好地揭示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机理。

表 １ 北京市数据样本手机用户个体属性基本特征

变量 变量名称 属性 样本数 样本比例（％）
＜ ５ １１８８８ ５２ ． ６７

因变量 Ｙ通勤距离（ｋｍ） ５—１０ ４１４６ １８ ． ３７
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

＞ １０ ６５３８ ２８ ． ９７

自
变
量

Ｘ１
性别

男 １１，９０５ ５２ ． ７４
女 ９３０２ ４１２１

Ｘ２
年龄

＜ ２５ 岁 ２６３３ １１ ． ６６
２６—３５ 岁 ８０３７ ３５ ． ６１
３６—４５ 岁 ５５６１ ２４ ． ６４
４６—５５ 岁 ４３４７ １９ ． ２６
５６—６５ 岁 １５８４ ７ ． ０２
＞ ６６ 岁 ４１０ １ ． ８２

Ｘ３
用户
近三
个月
平均
ＡＲＰＵ
（元 ／月）

［０，３０］
准星

５７８６ ２５ ． ６３

（３０，６０］
一星

５３００ ２３ ． ４８

（６０，１３０］
二星

７３０１ ３２ ． ３５

（１３０，２３０］
三星

３３０７ １４ ． ６５

（２３０，３３０］
四星

５９７ ２ ． ６４

（３３０，４００］
五星

１３７ １ ． ６１

（４００，６００］
五星金

１１８ ０ ． ５２

（６００，∞］
五星钻

２６ ０ ． １２

Ｘ４
上月
主叫
次数
（次）

［０，９０］ １５，３９８ ６８ ． ２２
（９０，２４０］ ５４６１ ２４ ． １９
（２４０，４８０］ １３４８ ５ ． ９７
（４８０，７２０］ ２６８ １ ． １９
（７２０，∞］ ９７ ０ ． ４３

Ｘ５
上月
被叫
次数
（次）

［０，９０］ １３，７２２ ６０ ． ７９
（９０，２４０］ ６８４４ ３０ ． ３０
（２４０，４８０］ １６２２ ７ ． １９
（４８０，７２０］ ２７０ １ ． ２０
（７２０，∞］ １１４ ０ ． ５１

Ｘ６ 用
户的月
均国内
漫游天
数（天）

［０，３］ １４，５００ ３４ ． ２４
（３，５］ ３０９９ １３ ． ７３
（５，７］ ２００２ ８ ． ８７
（７，∞］ ２９７１ １３ ． １６

Ｘ７
用户
近 ３ 个
月平均
流量
（Ｇ）

［０，３００Ｍ］ １２，０４４ ５３ ． ３６
（３００Ｍ，１Ｇ］ ５９５６ ２６ ． ３９
（１Ｇ，２Ｇ］ ２７６３ １２ ． ２４
（２Ｇ，３Ｇ］ ９６１ ４ ． ２６
（３Ｇ，５Ｇ］ ５８７ ２ ． ６０
（５Ｇ，１０Ｇ］ ２２８ １ ． ０１
（１０Ｇ，１５Ｇ］ ２６ ０ ． １２
（１５Ｇ，３０Ｇ］ ７ ０ ． ０３
（３０Ｇ，∞］ １ ０ ． ０１

自
变
量

Ｘ８
当前
终端
品牌
类别

一线品牌 １２，６６１ ５６ ． ０９
二线品牌 ３０９９ １３ ． ７３
三线品牌 ５４２ ２ ． ４０
其他 ６２７０ ２７ ． ７８

Ｘ９
居
住
地

西城区 １１５３ ５ ． １１
东城区 ９１７ ４ ． ０６
海淀区 ３０９７ １３ ． ７２
朝阳区 ４８３４ ２１ ． ４２
丰台区 ２５５０ ９ ． ９７
石景山区 ５５３ ２ ． ４５
昌平区 ２０８６ ９ ． ２４
大兴区 １５８２ ７ ． ０１
房山区 ８１４ ３ ． ６１
门头沟区 ３１０ １ ． ３７
密云区 ５１７ ２ ． ２９
平俗区 ４２５ １ ． ８９
顺义区 １３７３ ６ ． ０８
通州区 １７４４ ７ ． ７３
延庆区 ２１５ ０ ． ９５
怀柔区 ４０２ １ ． ７８

Ｘ１０
就业
地

西城区 １６１８ ７ ． １７
东城区 １５２７ ６ ． ７７
海淀区 ３７０３ １６ ． ４１
朝阳区 ４９９３ ２２ ． １２
丰台区 ２２１８ ９ ． ８３
石景山区 ５０５ ２ ． ２４
昌平区 １４４７ ６ ． ４１
大兴区 １５１５ ６ ． ７１
房山区 ７２３ ３ ． ２０
门头沟区 ２３８ １ ． ０５
密云区 ４６１ ２ ． ０４
平谷区 ４０７ １ ． ８０
顺义区 １３０１ ５ ． ７６
通州区 １２７０ ５ ． ６３
延庆区 ２１８ ０ ． ９７
怀柔区 ４１０ １ ． ８２

·１５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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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探测主要用来判断两个子区域间的属性的

通勤距离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别，用 ｔ 统计量检验。
其计算公式为：

ｔｉｊ ＝
Ｄｉ － Ｄｊ

（σ
２
ｉ ? ｎｉ －σ

２
ｊ ? ｎｊ）

１?２ （１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式中，ｔｉｊ为 ｔ 的统计量检验；Ｄｉ 和 Ｄｊ 分别为属性

ｉ和 ｊ 的通勤距离均值；σ２ｉ，σ
２
ｊ 和分别为属性 ｉ 和 ｊ 的

通勤距离方差；ｎｉ 和 ｎｊ 为两个属性的样本量。

因子探测主要用来测度不同手机信令事件特征

因子对通勤距离的解释程度，用 ｑ 值度量。其计算
公式为：

ｑｘ，ｙ ＝ １ －
Σ
Ｌ

ｈ ＝ １
ｎｈσ

２
ｈ

ｎσ２
（２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式中，ｑｘ，ｙ为影响因子 Ｘ 对通勤距离 Ｙ 的解释

力；ｈ ＝ １，…，Ｌ，ｈ 为变量 Ｙ 或因子 Ｘ 的分层；ｎｈ 和

σ
２
ｈ 为 ｈ 层样本量和方差；ｎ 和σ

２ 为样本量和方差。

ｑｘ，ｙ的取值范围为［０，１］，值越大，表明影响因子 Ｘ 对

通勤距离 Ｙ的解释力越强。ｑｘ，ｙ数值为 １，说明通勤

距离 Ｙ分布差异完全受影响因子的影响；数值为 ０，
则说明通勤距离 Ｙ和影响因子 Ｘ完全没有关系。

生态探测用来比较两两影响因子 Ｘ 对通勤距
离 Ｙ的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是否显著，用 Ｆ 统计量
检验。其计算公式为：

Ｆ ＝
ｎｘ１ － ｐ（ｎｘ１ － ｐ － １）σ

２
ｘ１ － ｐ

ｘｎ２ － ｐ（ｎｘ２ － ｐ － １）σ
２
ｘ２ － ｐ

（３）…………………

式中，ｎｘ１ － ｐ和 ｎｘ２ － ｐ分别为单元 ｐ 内影响因子 Ｘ１

和 Ｘ２ 的样本量；σ
２
ｘ１ － ｐ
和σ

２
ｘ２ － ｐ
分别为影响因子 Ｘ１ 和

Ｘ２ 的方差。其中，模型零假设为 Ｈ０：σ
２
ｘ１ － ｐ
＝σ２ｘ２ － ｐ，如

果在 ０ ．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，说明影响因
子 Ｘ１ 对通勤距离的影响作用显著大于影响因子

Ｘ２。

交互作用探测用来识别不同影响因子 ＸＮ 之间

的交互作用，即评估影响因子 Ｘ１ 和 Ｘ２ 共同作用时

对通勤距离 Ｙ的解释力是否会增强或者减弱，或这
些因子对 Ｙ 没有任何影响。评估结果包括两个因
子和 Ｘ２ 对通勤距离 Ｙ的 ｑ（Ｘ１）和 ｑ（Ｘ２）值，以及它

们交互时的 ｑ（Ｘ１∩Ｘ２）值。对所得 ｑ 值进行比较，

两因子之间的关系有以下类型：①如果 ｑ（Ｘ１∩Ｘ２）

＜ ｍｉｎ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，说明影响因子 Ｘ１ 和 Ｘ２ 的交

互作用为非线性减弱；②如果 ｍｉｎ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

＜ ｑ（Ｘ１∩Ｘ２）＜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，说明影响因子

Ｘ１ 和 Ｘ２ 的交互作用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；③如果

ｑ（Ｘ１∩Ｘ２）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，说明影响因子 Ｘ１
和 Ｘ２ 的交互作用为双因子增强；④如果 ｑ（Ｘ１∩Ｘ２）

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，说明影响因子 Ｘ１ 和 Ｘ２ 的交互作

用为非线性增强；⑤ 如果 ｑ（Ｘ１ ∩ Ｘ２）＝ ｑ（Ｘ１）

＋ ｑ（Ｘ２），说明影响因子 Ｘ１ 和 Ｘ２ 的交互作用为相互

独立的。

２ 全市尺度通勤距离影响因素分析

２ ．１ 主要影响因子比较

本文通过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工具，分析了

北京市居民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通勤距离的影

响程度（图 ３）。

图 ３ 不同手机信令特征因子的因子解释力

由相关特征因子对通勤距离的解释力可知，性

别、年龄、近三个月平均 ＡＲＰＵ、上月主叫次数、上月
被叫次数、月均国内漫游天数、近三个月平均流量、

当前终端品牌类别、居住地、就业地均在 ０ ． ０５ 置信
水平上显著，同时也说明性别、年龄、收入状况、消费

水平、职业、居住地和就业地等 ７ 种类型的社会经济
因素对北京市全市通勤距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

响。在所有的特征因子中，居住地和近三个月平均

流量对北京市全市通勤距离的影响力最大，解释力

分别达到了 ０ ．０２７９１２ 和 ０ ． ０１８７４１，表明北京市居民
的居住地和收入状况对通勤距离的形成起到关键作

用。就业地的因子解释力相对较低，为 ０ ．００３０５４，说
明从全市尺度来看，就业地选择对居民通勤距离的

影响并不显著。

２ ．２ 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分析

地理探测器的优势是不仅可以测度解释力的大

小，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探测两个特征因子之间的交

互作用。本文对 １０ 个指标进行两两交互探测，结果
见表 ２。

·２５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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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２



影响因子交互作用结果

两两交互 交互值 值对比 交互结果 两两交互 交互值 值对比 交互结果

Ｘ１∩Ｘ２ ０ ． ０１２９１９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４∩Ｘ５ ０ ． ０１１４６９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 双因子增强

Ｘ１∩Ｘ３ ０ ． ０１４４７４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４∩Ｘ６ ０ ． ００９０３２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１∩Ｘ４ ０ ． ００９９７６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４∩Ｘ７ ０ ． ０２４１５３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 双因子增强

Ｘ１∩Ｘ５ ０ ． ０１０９９８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４∩Ｘ８ ０ ． ０１１０９１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１∩Ｘ６ ０ ． ００３８２８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４∩Ｘ９ ０ ． ０４２２７９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１∩Ｘ７ ０ ． ０２２５９８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４∩Ｘ１０ ０ ． ０１４９３２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１∩Ｘ８ ０ ． ００７１２４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５∩Ｘ６ ０ ． ００９６８７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１∩Ｘ９ ０ ． ０３２０７２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５∩Ｘ７ ０ ． ００９６８７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 双因子增强

Ｘ１∩Ｘ１０ ０ ． ００８６００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５∩Ｘ８ ０ ． ０１０９０７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 双因子增强

Ｘ２∩Ｘ３ ０ ． ０１８５８８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５∩Ｘ９ ０ ． ０４０６４４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２∩Ｘ４ ０ ． ０１６３６１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５∩Ｘ１０ ０ ． ０１６６６１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２∩Ｘ５ ０ ． ０１６４８１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６∩Ｘ７ ０ ． ０２２１０９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２∩Ｘ６ ０ ． ０１３１６９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６∩Ｘ８ ０ ． ００５１６０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２∩Ｘ７ ０ ． ０２４８５５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６∩Ｘ９ ０ ． ０３４５７５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２∩Ｘ８ ０ ． ０１１２２３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６∩Ｘ１０ ０ ． ０１１１８６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２∩Ｘ９ ０ ． ０４５８９４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７∩Ｘ８ ０ ． ０２０９７２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 双因子增强

Ｘ２∩Ｘ１０ ０ ． ０１５９６１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７∩Ｘ９ ０ ． ０７４５７０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３∩Ｘ４ ０ ． ０１５５２３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７∩Ｘ１０ ０ ． ０３７０３４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３∩Ｘ５ ０ ． ０１５６１２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８∩Ｘ９ ０ ． ０３９３０９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３∩Ｘ６ ０ ． ０１３９２０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 Ｘ８∩Ｘ１０ ０ ． ００９６３８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３∩Ｘ７ ０ ． ０２４８２６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双因子增强 Ｘ９∩Ｘ１０ ０ ． ７０２９１３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 非线性增强

Ｘ３∩Ｘ８ ０ ． ０１３７８８ ＞ Ｍａｘ（ｑ（Ｘ１），ｑ（Ｘ２）） 双因子增强

Ｘ３∩Ｘ９ ０ ． ０６３３６０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非线性增强

Ｘ３∩Ｘ１０ ０ ． ０２６７２５ ＞ ｑ（Ｘ１）＋ ｑ（Ｘ２） 非线性增强

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，手机信令特征因子对

通勤距离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，任意两个个体属性

因子交互作用后的因子解释力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

和非线性增强。单因素居住地的因子解释力最高，

值为 ０ ．０２７９１２，是影响通勤距离的最主要的因素，而
就业地的因子解释力却偏低。居住地和就业地交互

作用后的因子解释力最高，结果为 ０ ．７０２９１３，此值远
远高于单因素居住地的因子解释力，说明交互作用

后的因子解释力会明显增强。即居民通勤距离受到

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制约，两个特征因子交

互后的因子解释力明显强于原来单因素。除性别和

就业地交互作用后因子解释力降低外，其他特征因

子之间交互作用后的因子解释力均呈现出增强的结

果。

３ 区域尺度下通勤距离影响因素分析

３ ．１ 不同区域主要影响因子的比较

本文通过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工具，分析比

较了北京全市、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不同尺度

下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对通勤距离的影响程度。北京

全市、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的因子探测结果见

表 ３。
表 ３ 北京市、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因子探测结果

自变量
全市 核心区 拓展区 周边区域

因子解释力 Ｐ值 因子解释力 Ｐ值 因子解释力 Ｐ值 因子解释力 Ｐ值
Ｘ１ 性别 ０ ． ００２７２７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０９７８ ０ ． ４０１０２ ０ ． ００５２４２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１６８７ ０ ． ０００
Ｘ２ 年龄 ０ ． ００８３３９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８２６６ ０ ． ００５４４ ０ ． ００４１２４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１５６９８ ０ ． ０００

Ｘ３ 近 ３ 个月平均 ＡＲＰＵ ０ ． ０１１３９３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１０３５２ ０ ． ０１４３０ ０ ． ００６９５５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２７３６４ ０ ． ０００
Ｘ４ 上月主叫次数 ０ ． ００７５１０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１４６９４ ０ ． ００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４２７１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９２１２ ０ ． ０００
Ｘ５ 上月被叫次数 ０ ． ００８５２７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１５８０６ ０ ． ００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６４３４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９８６１ ０ ． ０００

Ｘ６ 月均国内漫游天数 ０ ． ０００９５１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０９６７ ０ ． ６３０１５ ０ ． ０００８３１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２７４１ ０ ． ０００
Ｘ７ 近 ３ 个月平均流量 ０ ． ０１８７４１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１４７７６ ０ ． ０００００ ０ ． ０１０６０１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４０２１６ ０ ． ０００
Ｘ８ 当前终端品牌类别 ０ ． ００３２７８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４９５８ ０ ． ０２５７６ ０ ． ００２３７５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１０１６９ ０ ． ０００

Ｘ９ 居住地 ０ ． ０２７９１２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． ９６６８５ ０ ． ００１７８５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００６００３ ０ ． ０００
Ｘ１０就业地 ０ ． ００３０５４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７６３０５２ ０ ． ０００００ ０ ． ３６９３１１ ０ ． ０００ ０ ． ２２３００２ ０ ． ０００

在对北京全市的分析中，特征因子均在 ０ ． ０５ 置
信水平上显著，居住地的因子解释力最高，是影响北

京市全局通勤距离的主要影响因素，就业地的因子

解释力偏低。在对北京不同区域尺度的分析中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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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地的因子解释力在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均

最高，因此在区域尺度上就业地也是影响北京居民

通勤距离的主要影响因素，而核心区和拓展区的居

住地因子影响在 ０ ． ０５ 置信水平上不显著。虽然就
业地是影响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通勤距离的

主要因素，但在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

距。根据因子解释力的强弱进行排序依次为核心区

＞ 拓展区 ＞ 周边区域（图 ４）。除就业地的因子解释
力最高外，核心区上月被叫次数的因子解释力较高，

表明职业对核心区居民通勤距离差异起到了关键作

用。托展区近三个月平均流量的因子解释力也较

高，表明收入状况对拓展区居民通勤距离的差异起

到了关键作用；周边区域而言，近三个月平均流量的

解释力较高，其值高于拓展区，表明收入状况对周边

区域居民通勤距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图 ４ 北京全市、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因子解释力比较

３ ．２ 影响因子的区域差异

全市、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交互作用探测

结果表明，不同的特征因子对通勤距离的影响存在

交互作用，任意两个属性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

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。从图 ５ 可见，就
单要素而言，核心区就业地的因子解释力最高，为

０ ．７６３０５２，是影响通勤距离的最主要因素，居住地呈
现不显著的状态，但居住地和就业地交互作用后的

因子解释力更高，结果为 ０ ．７９７３８４，此值高于单因素
就业地的因子解释力；对拓展区的单要素而言，就业

地的因子解释力最高，为 ０ ．３６９３１１，是影响通勤距离
的最主要的因素，而居住地不显著，但居住地和就业

地交互作用后的因子解释力有所提高，为 ０ ． ３９８７８８，
高于单因素就业地的因子解释力；在周边区域，单要

素就业地的因子解释力最高，为 ０ ．２２３００２，此时虽然
居住地在 ０ ． ０５ 置信水平上显著，其因子解释力偏
低，但居住地和就业地交互作用后的因子解释力最

高，结果为 ０ ． ７２２２，此值远远高于单因素就业地的
因子解释力。虽然居住地和就业地交互作用后结果

是影响全局、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的最主要的

影响因素，但在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距，

根据因子解释力的强弱排序依次为核心区 ＞ 周边区
域 ＞ 全市 ＞ 拓展区。

图 ５ 北京全市、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边区域就业地

与居住地交互作用结果比较

总之，将北京市分为三大区后进行研究，每个区

的通勤距离主要影响因素是不同的，相同影响因素

的解释力有很大差异。其中，核心区主要是受就业

地、职业因素的影响，拓展区受就业地、收入等因素

的影响，周边区域受就业地、收入等因素的影响。与

北京市全市而论，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就业地是三大

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，而就业地在北京市全市研究

中缺乏解释力。

４ 结论

分析居民的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对缓解交通拥

堵、提升居民幸福感和加强北京城市建设具有重要

的实践意义。本文通过手机信令数据提取的变量作

为潜在的影响因素，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很好地

发现和解释了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，为开展职住分

离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，也为

北京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启示。

主要研究结论：①北京市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

因素有 ７ 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属性，居住地和收入状
况对北京全市居民通勤距离的差异具有关键作用；

就业地、收入状况和职业对北京局域居民通勤距离

的差异具有关键作用，所以居住地、就业地、收入状

况和职业等影响因素对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显著。

②就单个要素而言，北京市全市尺度下居住地因子

的解释力最高，是影响居民通勤距离最主要的因素，

但就业地的因子解释力偏低。在北京市局域研究

中，就业地成为影响居民通勤距离最主要的因素，且

居住地在核心区和拓展区中呈不显著状态。③就交

互作用后的结果而言，不论是北京全市还是局域，居

住地和就业地交互作用后的因子解释力最高，其值

高于任何一个单要素的因子解释力，说明居住地和

·４５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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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地交互作用后是影响北京市居民通勤距离最主

要的因素，同时验证了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交互作

用对居通勤距离具有更好的解释作用。④就全市和

核心区、拓展区、周边区域而言，虽然居住地和就业

地交互作用后结果是影响全市、核心区、拓展区和周

边区域最主要的影响因素，但其影响的程度存在一

定差距，根据因子解释力的强弱进行排序依次为核

心区 ＞ 周边区域 ＞ 全市 ＞ 周边区域。本文利用地理
探测器对北京市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

析，并对因子的交互作用进行了重点比较，但影响通

勤距离的因素的是多维的。由于数据获取的原因，

本研究难以把所有的影响因素考虑详尽，后期还需

要结合其他的影响因素对居民通勤距离做进一步探

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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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，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，Ｈｏｍｅ － ｗｏｒｋ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，ａｎｄ

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［Ｊ］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，２０１０，３７（４）∶

６２７ － ６４６ ．

［９］Ｈｏｒｎｅｒ ＭＷ． Ａ Ｍｕｌｔｉ －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

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（１９９０ － ２０００）［Ｊ］．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

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，２００７，４１（２）∶ ３１５ － ３３２ ．

［１０］Ｍｃｌａｆｆｅｒｔｙ Ｓ，Ｐｒｅｓｔｏｎ Ｖ 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Ｄｅｃａｄｅ

ｏｆ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［Ｊ］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，１９９６，４８（４）∶ ４２０ － ４３１ ．

［１１］Ｇｏｒｄｏｎ Ｐ，Ｋｕｍａｒ Ａ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Ｈａｒｒｙ Ｗ 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Ｈｙｐｏｔｈ

ｅｓｉｓ：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［Ｊ］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，１９９８，２６（３）∶ ３１５ － ３２６ ．

［１２］Ｗａｃｈｓ，Ｍａｒｔｉｎ，Ｔａｙｌｏｒ，ｅｔ ａｌ 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ｔｅ：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

ｔｈｅ Ｊｏｂｓ －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ｖｅｒ Ｔｔｉｍｅ ［Ｊ］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，１９９３，

３０ ∶ １７１１ － １７２９ ．

［１３］Ｃｅｒｖｅｒｏ Ｒ，Ｒａｄｉｓｃｈ Ｃ ． Ｔｒａｖｅｌ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

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 ［Ｊ］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，１９９６，３（３）∶ １２７ － １４１ ．

［１４］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Ｄ，Ｋｕｍａｒ Ａ 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ｃａｔｏｒ：Ｗｈｙ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ｉｍｅｓ Ｈａｖｅ

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Ｓｔａｂｌｅ［Ｊ］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，

１９９４，６０（）∶ ３１９ － ３３２ ．

［１５］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ＨＯ，Ｒｅｂｅｃｃａｌ Ｈ ＣＨＩＵ 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

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′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［Ｊ］．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，２００２，１７（４）∶ ３６３ － ３８３ ．

［１６］Ｃｅｒｖｅｒｏ Ｒ，Ｄａｙ Ｊ ．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 －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

Ｃｈｉｎａ［Ｊ］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，２００８，１５（５）∶ ３１５ － ３２３ ．

［１７］Ｉｈｌａｎｆｅｌｄｔ Ｋ Ｒ，Ｓｊｏｑｕｉｓｔ Ｄ Ｌ 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：Ａ Ｒｅ

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ｒｅｆｏｒｍ ［Ｊ］．

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ｂａｔｅ，１９９８，９（４）∶ ８４９ － ８９２ ．

［１８］周江评 ．“空间不匹配”假设与城市弱势群体就业问题：美国相关

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［Ｊ］．现代城市研究，２００４，（９）∶ ８ － １４ ．

［１９］周素红，闫小培 ．城市居住—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———以广

州市为例［Ｊ］．地理科学，２００５，（６）∶ ６６６４ － ６６７０ ．

［２０］孟斌 ．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［Ｊ］．地理学报，

２００９，６４（１２）∶ １４５７ － １４６６ ．

［２１］刘定惠 ．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———以成都

市和兰州市为例［Ｊ］．世界地理研究，２０１５，２４（４）∶ ７８ － ８４，９３ ．

［２２］冯健，周一星，王晓光，等 ． １９９０ 年代北京郊区化的最新发展趋势

及其对策［Ｊ］．城市规划，２００４，（３）∶ １３ － ２９ ．

［２３］宋金平，王恩儒，张文新，等 ．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

［Ｊ］．地理学报，２００７，（４）∶ ３８７ － ３９６ ．

［２４］刘望保，闫小培，方远平，等 ．广州市过剩通勤的相关特征及其形

成机制［Ｊ］．地理学报，２００８，（１０）∶ １０８５ － １０９６ ．

［２５］郑思齐，曹洋 ．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———

对北京市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实证研究［Ｊ］．城市发展研究，

２００９，１６（６）∶ ２９ － ３５ ．

［２６］张艳，柴彦威 ．基于居住区比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［Ｊ］．地理研

究，２００９，２８（５）∶ １３２７ － １３４０ ．

［２７］柴彦威，张艳，刘志林 ．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

究［Ｊ］．地理学报，２０１１，６６（２）∶ １５７ － １６６ ．

［２８］李峥嵘，柴彦威 ．大连市民通勤特征研究［Ｊ］．人文地理，２０００，

（６）∶ ６７ － ７２，５９ ．

［２９］孟繁瑜，房文斌 ．城市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配合研究———以北京市

为例［Ｊ］．城市发展研究，２００７，（６）∶ ８７ － ９４ ．

［３０］贾晓朋，孟斌，张媛媛 ．北京市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分析［Ｊ］．

地域研究与开发，２０１５，３４（１）∶ ５５ － ５９，７０ ．

［３１］谌丽，张文忠，李业锦，等 ．北京城市居住空间形态对居民通勤方

式的影响［Ｊ］．地理科学，２０１６，３６（５）∶ ６９７ － ７０４ ．

［３２］侯学英，吴巩胜，王圣云，等 ．昆明市保障性住区居民就业空间特

征及其收入效应分析［Ｊ］．人文地理，２０１６，３１（４）∶ ５０ － ５７ ．

［３３］孟斌，郑丽敏，于慧丽 ．北京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变化及影响因素

［Ｊ］．地理科学进展，２０１１，３０（１０）∶ １２１８ － １２２４ ．

［３４］刘志林，王茂军 ．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

析———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［Ｊ］．地理学报，２０１１，

６６（４）∶ ４５７ － ４６７ ．

［３５］赵西君，何燕 ．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及原因［Ｊ］．城市问

题，２０１０，（５）∶ ５６ － ５９，６６ ．

［３６］杨顺成，石龙宇 ．宁波市雾霾公众认知及对通勤的影响［Ｊ］．环境

科学与技术，２０１６，３９（Ｓ１）∶ ３２９ － ３３３ ．

［３７］王劲峰，徐成东 ．地理探测器：原理与展望［Ｊ］．地理学报，２０１７，

７２（１）∶ １１６ － １３４ ．

［３８］湛东升，张文忠，余建辉，等 ．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北京市居民宜居

满意度影响机理［Ｊ］．地理科学进展，２０１５，３４（８）∶ ９６６ － ９７５ ．

·５５４·

资源开发与市场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＆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０２０ ３６（５） ·方法与应用·

123
高亮




